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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所载「陶注」中的知识类型、药产分布与北方药物的输入 

 

陈元朋 

 
摘要：陶弘景「集注」古代药学知识的意义,在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历程上,乃是承先启后；在医疗史

的研究范畴里,则是反映相关知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更革。中世以下的批评者们,大多着眼于知识本体的

正误,他们虽然推崇陶弘景在文本体例上的贡献,但却对「陶注」的内容多所抨击,认为其有悖博物宗旨。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陶氏的注文,其实正适足以反映历史变迁,对医学与医疗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视野之

下，「陶注」本身就是一种因应外在环境变动而产生的知识集成。因为半壁江山,影响的不止是政治、经

济、社会与文化,还包括了药学的体质,以及药学中有关药物基原与产地的信息重整。  

关键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本草、药物、产地、医疗史、医学史、六朝 

一.序 论 

在中国传统药学文本中,5、6 世纪之交由陶弘景(456–536,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至梁武帝大

同二年)所编纂的《本草经集注》,向来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地位。1例如,冈西为人在他的《本

草概说》中就指出,中国自唐代以降的本草书,原则上都是以《本草经集注》作为「基干」而

编成的。2而郑金生在《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与《药林外史》中则将这部著作在传统药学上的

贡献,归纳为「体例」、「理论」、「分类」、「品种」,以及「记注形式」等五个层面。3  

在史学研究的范畴里,作为医疗史研究素材的《本草经集注》,经常引领着以下几种议题的

开展：1. 该书在中国药学文本源流史上的地位。42. 该书所采「自然分类法」在中国古代药

物与博物学上的意义。53. 《本草经集注》所载《序录》的原始条文与性质为何？64. 《本

                              

1 请见冈西为人:《中国本草的历史变迁》,收入刘俊文等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北京:中

华书局,1992 年,第 93–95 页。 

2 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大阪:创元社,1977 年,第 51 页。 

3 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第 16–28 页。郑金生:《药林外史》,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2005 年,第 14–16 页。 

4 这类论题,冈西为人、郑金生等均曾撰文为论。其中,冈西为人所提出的「主流本草系统表」,最能彰显《本

草经集注》在中国本草史上的枢纽位置,请见《本草概说》,第 54–56 页。 

5 此类论题,分为两种走向,其一为专介陶弘景所采分类法在中国本草文本里的传承与变迁,冈西为人在《本

草概说》页 266–267 里的论述可为代表。其二则是藉由《本草经集注》所实行的分类法,以讨论中国博物

学分类的内在思维脉络。这一类研究,山田庆儿为代表。可以参考山田庆儿所编的两种著作,一是《东アジ

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京都:思文阁,1995 年。二是《物のイメージ本草と博物学への招待》,东京:

朝日新闻社,1994 年。总体而言,将本草视为博物学一环的看法,山田庆儿的论述最值得一观,在他主编的

《东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一书的序文中,山田氏就指出本草不单是中国的药物学,同时也是以药

物的视野看待人类周边所有物类的一种博物学。 

6 本类论题,主要可参考尚志钧与廖育群两位学者的论着。其中,尚志钧的《《证类本草》引陶隐居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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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经集注》所录「墨字」是否即是《名医别录》的原文？75. 近代考古出土有关该书的简牍

资料。86. 该书 「陶注」所涉药物之品种探讨。9总体而言,前举第 1、2类命题,常属于概观

式的通论,相关论文大多都重于叙述而较少论辨；第 3、4、5三类则比较倾向古医学文献考证

的方域。至于最后一类,则大多围绕着单一药物的品种溯源,而其相关的论述往往也都具有医

学临床上的意义。 

然而,除却上述六种议论类型,有关《本草经集注》里的陶弘景注文,其实还存在着许多可

以再做探索的面向。首先,众所周知的是,「陶注」是汉魏以来包括《神农本草经》在内的许

多药学知识的重要注释文字。然而,这些文字除了具有本草文本史上的意义外,其实也与注家

本身所面临的药学困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陶弘景在世之日,距他最近的

古代药学知识已成书达数百年之久。此中,不独自然风土迭经变化,就连人文地理上的疆界也

有所变迁。那么,究竟哪些类型的知识是陶弘景认为必要增补的？这些被添附药学资料又与时

代背景有何关系？而陶氏又是透过哪些管道,以取得合宜的注解资料？有鉴于《本草经集注》

在中国本草学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我们因之有必要对其进行细部的探讨。其次,陶弘景是生

                                                                                      

收入收入尚氏点校的《证类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年之书后附录,第 69–71 页。该文主要在批驳

罗振玉与范行准两人对于唐慎微「割裂」或「剽窃」《本草经集注．序录》的指责,但同时也对《序录》

的体例与性质有深入的介绍。而廖育群的意见,主要见于他的论着《歧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45–148 页。廖氏之说,认为《序录》是陶弘景吸收《本经》原文,并旁参「诸家之说」后的成果。 

7 学界对「名医别录」四字所花费的墨水向来可观。此中,有以《本草经集注》之问世为转折指标,认为这四

字在陶弘景著述之前,乃是泛指《神农本草经》之内由「名医」所增录的数据；嗣后,由于陶氏又将之汇集

成书,则一变而为书名。尚志钧即持此论。也有细致考梳《本草经集注》之个别条文,怀疑在陶弘景之前即

有名之为《名医别录》的本草文本存世。冈西为人可为个中代表。此外,还有将《名医别录》与《本草集

经注》完全脱勾检视者,一方面认为以「名医别录」四字为名的著作确实成书于陶弘景之前,但其是「方书」

而非「本草」,且亦非陶弘景「集注」的主要素材；二方面,则以《本草集注．自序》中所使用的「名医副

品」一语为证,指出陶弘景是以这四字来概括《本草集注》中所收录的《神农本草经》以外的药物。廖育

群即力持此说者。当然,众说虽纷纭,亦不乏保守持重如郑金生者。在《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一书中,郑氏

虽则胪列学界论说,但却又不偏颇任何一方,他的意见跳过所有争议与新说,既承认《名医别录》确是一部

成之于「魏晋名医」之手的「药学论说」,又认为它必是构成陶弘景《本草集注》主要内容的重要文献。

尚志钧的《《名医别录》作者的讨论》,《中华医史杂志》,15:2(1985),第 112–116 页。冈西为人,《本

草概说》,第 34–37 页。又,山田庆儿也倾向认同冈西为人的看法,详见《本草的起源》一文,《中国古代

医学的形成》,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244–245 页。廖育群的主张见于他的《歧黄医道》,

第 148–150 页。又可参考氏着《陶弘景本草著作中诸问题的考察》,《中华医史杂志》,2:2(1992)。郑金

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第 159–161 页。 

8 有关该书之出土简牍讨论,黑田源次有《普鲁西学士院所藏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支那

学》,7:4(1935),第 91–123 页。此文现有译本《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收入万斯年编译:《唐代文

献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年,第 113–139 页。又,该类讨论之简介,亦可参考冈西为人:《本草概说》,

页 53。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第 168 页。 

9 这类研究为数众多,基本皆以《本草经集注》来作为其药学历史溯源的史料,但其撰作目的,则大多具有临

床上的意义,最新的一篇论文,乃是由赵学龙、丁安伟、张丽、张虹共同撰写的《牡丹皮炮制历史沿革的研

究》,《中华中医药学刊》,9(2008.9)，第 1907–1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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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分裂时代的人。那么,他对那些原产于北方,但当时却获取不易的药物,究竟提供了什么

样的对策？从现存的「陶注」内容看来,陶氏对于这个问题,常是以「标举地道、胪列次要」

的药物产地记注规则来作为应对——这也就是说,对于当时难以取得的北方地道药物,陶氏会

尽可能地胪列南方境内所生产的次佳者来作为替代。因此,细绎这些注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

南北朝时期,南方药物资源的质量,及其产地的空间分布状况。最后,这部分其实是承接第二点

而来的。此即,从「陶注」中可知,许多药物尽管原产于北方,但透过若干特定的管道,南朝也

未必完全无法取得。然而,以往学者在论及此时期南北物资之流通问题时,却较少措意这一部

分的史实。本文以为,有关这部分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此时期中,「北药南流」的实际样

貌。 

《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出土相关简牍,一出自吐鲁番,一得之于敦煌石室,均为断简残

编。10不过,拜传统本草文本后书包夹前书的体例所赐,今日学者仍可自北宋《证类本草》中

辑佚该书。其中,日本森立之所辑之《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系为稿本,原件庋藏于「日

本东京国会图书馆」,外间不易得见。11第二种辑本则是尚志钧的《本草经集注（辑校本）》,

该书原以油印方式流传,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94 年刊行。这个本子,是以《证类本草》

的各种版本作为「主校本」,并旁参出土简牍与各种中日药学文献之相关内容,可说是目前有

关《本草经集注》最易得、且最完备的版本。12而本文所征引的「陶注」,也将以此本之内容

为准。 

二.「陶注」所载药物知识的类型与来源 

清人严可均(1762–1843)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了一篇据信为陶弘景所

撰写的《《药总诀》序》,这篇文字基本上说明了南北朝齐、梁之际,传统中国药学知识所面

临的困境。其云： 

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其后雷公、桐君更增衍本草二家药对,广其主治,繁其类

族。……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缩,或物异而名同,或物同而名异,或冷热乖违,甜苦

背越,采取殊法,出处异所。若此之流,殆难按据寻其大归。……本草之书,历代久远,

                              

10 得自「吐鲁蕃」者,乃是 1933 年日本学者黑田源次在柏林「普鲁士学士院」所见,由 Albert von Le Coq

与 Albert Grunwedel 两氏在中亚所掘得的唐以前《本草经集注》残简一片,上载「燕屎」、「天鼠屎」、

「鼹鼠」、「豚卵」之部分条文。请见黑田源次:《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得自「敦煌石室」者,

则是橘瑞超于 1908 年自敦煌携回的《序录》一卷,该卷为唐写本,开元六年书成,今收入罗振玉:《吉石盦

丛书》,台北:大通书局,1986 年,题名为《开元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残卷》。又,有关这两种残卷的介绍,请

见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第 53 页。 

11 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第 168 页。 

12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年。又,有关该本之辑校流程,亦见是书

之「辑校说明」,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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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靡师授,又无注训,传写之人,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莫之是正。13 

引文中「三家所列疾病」之「疾病」,疑是传写之误,因为之后的文字,全都是专指「药物」而

发的。按照该序的描述,齐、梁之际的本草知识,大抵都存在着包括「名称」、「品种」、「性

能」、「药效」、「采收」与「产地」等认定上的混淆。而其原因,则又与药物知识缺乏「师

授」,以及历来传写者的正误不辨,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药学的专门文本原即晚出,观乎《七略》历述「方技四支」却独漏本草未载,就可以觇

知。14然而,药物知识的书面集成,虽然时间较晚,但在东汉以迄魏晋的时序里,新问世的这类

著作却也不在少数。关于此,清．孙星衍(1753 –1818)在辑复《神农本草经》时,就做了如下

的描述： 

自梁以前,神农、黄帝、歧伯、雷公、扁鹊各有成书,魏 吴普见之,故其说药性主治

各家殊异。后人篡为一书,然犹有旁注,或朱墨之别,《本经》之义,以是不乱。15 

孙氏的观察,盖得自于《吴普本草》。该书虽然早佚,但从现存的佚文资料引录状况来分析,公

元 2至 3世纪间的本草著作,除了名为「神农」的一家外,还包括了「黄帝」、「歧伯」、「扁

鹊」、「医和」、「桐君」、「雷公」、「李当之」等诸家文本。16由于《吴普本草》所引

录的各家药学知识,往往在同一种药物的「药性」、「主治」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因此孙星

衍乃有「各家殊异」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药学上诸家并陈的态势,其实也反映出《神

农本草经》在此时期中,尚未取得知识上的绝对主导地位。17 

严格的来说,孙星衍笔下《吴普本草》里的诸说共存,以及《《药总诀》序》的内容,其实

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心态。前者,意在呈现专家对于药物的不同认知；后者,则透露

着某家学说有被「定于一尊」的倾向。而编纂《本草经集注》的陶弘景,就属于后面的一类。

陶氏在该书的《序录》有如下的说法： 

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至于药性

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乎桐、雷,乃着在篇简。此书应与《素问》

同类,但后人更多修饰之耳。……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线,乃后汉

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

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

                              

13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3219 页。 

14 请参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 年,第 58 页。 

15 孙星衍辑:《神农本草经》,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年 ,第 5 页。 

16 有关《吴普本草》的介绍,请见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第 41–42 页。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

第 156–158 页。 

17 关于《吴普本草》所引「诸家」之说的讨论,廖育群在《岐黄医道》第七章中的《《吴普本草》及其所引

「八家之说」》一节中,有精辟的论证,详见是书之第 130–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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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楺,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

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深浅。今则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

十五种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种。精麤皆取,无复遗落。……

并此序录,合为三卷。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18 

陶弘景认知里的中国古代药学发展史,明显具有「直线式」的变迁体质。他一方面承认《神农

本草经》的渊源甚早,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二方面又将汉魏以来许多药学著述,全都看作是该

书的衍生著作。不过,陶氏这种观点是隐含危险性的,它基本忽略了传统药学在汉晋间诸家并

峙的状况。事实上,像是「草石不分」、「虫兽无辨」这样明显的认知歧异,或许还有可能是

由像是《《药总诀》序》中所说的那种「师授」与「传写」问题所造成的；但是药性方面的「冷

热舛错」,以及主治方面的「互有多少」,要是考虑到上述《吴普本草》的特色,就未必皆可以

「识智有深浅」一语带过了。然而,陶氏的认知,最终还是成为他「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动

力。新的药学文本,除了以《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条文为主外,还吸纳了汉晋以来许多前书未

及涵括的新兴药物。19因此,若就这个层面而言,陶氏尽管在态度上有着推尊《神农本草经》

的倾向,但其药学著作的性质,无宁是更接近「一家之言」的。 

陶弘景「集注」本草的文字,在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的《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

是系于「白字」的「本经文」与「黑字」的「别录文」之后的。而各注文之前又冠以的「陶隐

居云」的「黑色小字」字样。20然而,这种文本形式,应该是刊本的样貌。因为,根据 1933 年

日本学者黑田源次在柏林「普鲁士学士院」所见,由 Albert von Le Coq 与 Albert Grunwedel

两氏在中亚所掘得的唐以前《本草经集注》写本显示,陶弘景的注文其实是以黑色小字的形式,

直接衔续于「朱书」的「本经文」和「墨记」的「别录文」之后,注文前并无「陶隐居云」的

字样。21不过,黑田氏也指出,中亚残卷与宋代刊本间的差异有限,除了若干「避讳」、「异文」

之外,其内容基本上是「极相符合」的。22 

廖育群认为,六朝时期医学发展的特征并非在尊经托古,相关文献总结中的研究色彩远胜

于考据注释,而其目的与实际效果则是在医学各分枝领域中构筑起力求完整、囊括古今的独立

体系。23本文同意廖氏的看法。事实上,陶弘景编纂他「一家撰制」的方式,正与廖氏的观察

同趣。《序录》述其法为： 

                              

1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3页。 

19 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第 49–53 页。 

20 关于《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编纂与体例问题,请参见唐慎微着、艾晟刊订,尚志钧点校:《大观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年后附之尚志钧研究论文。其中,《〈证类本草〉》的

编纂》一文最为详备,见于该书之第 863–866 页。 

21 黑田源次:《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译本,第 125–127 页。 

22 黑田源次:《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译本,第 131 页。 

23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 14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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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24 

区分杂揉各家意见的药学条文,依品种、性质将各种药物分类。这两项,由于陶弘景刻意保持

古代药学知识的载录格式,因此其工作成果或许是直接体现在《本草经集注》的各药正文之内

的。25至于,各药的临床使用时机、产地,以及其在道徒「养性延命」诉求上的功用,则统概划

归在注释文字之中。就这些点看来,还原古代药学知识的原貌,固然是《本草经集注》的一大

编纂要点,但这个文本中的大量增补资料,却又让它深具学术研究的旨趣。换言之,陶弘景所谓

的「一家撰制」,其实有相当程度是由「陶注」来加以体现的。 

以下,据「陶注」原文,依照其内容性质区分为「产地」、「名义」、「药用」、「鉴别」

与「仙经道术」这五个项目,并结合《本草经集注》所实行的药物分类法,制作成【图一】,以

利观察陶弘景注文的细部组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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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一】中可知,除却《本草经集注》原书中「有名未用」的一类药物不计外,横坐标中的

「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四项分类,原书登录药物达 646 种。26可以

清楚地看见,陶弘景添附在「草木」一类药物项下的注释文字,远远超过其它三类药物。这样

的状况,推考其由,除了是受到了像是后蜀(934-965)．韩保升所谓的「诸药中草类最多」——

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可能与时序变迁下,药物在产地、名义上所产生的移易,乃至于其所

涉及的品种鉴别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27「当归」这味药物就是个好例子, 陶弘景如是注云： 

今陇西叨阳、黑水当归,多肉少枝气香,名：「马尾当归」,稍难得。西川北部当归,

多根枝而细。历阳所出,色白而气味薄,不相似,呼为：「草当归」,阙少时乃用之。

                              

24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页。 

25 关于中国古代药学知识的文本体例,冈西为人有通贯性的介绍,请见《本草概说》,第 265–326 页。 

26 《本草经集注》原收药数 730 种,分别包含《神农本草经》之 365 种药物,以及「名医副品」的 365 种药

物。此处的 646 种,乃是将部分在「主条文」外,别又兼及该药物之其它部位药学叙述者,合并计算之后的

结果。这类药物在《本草经集注》中颇为常见,例如在「白马茎」的条文之内,就可以见到包括「眼」、

「齿」、「心」、「肺」、「屎」、「溺」等物类。 

27 韩保升撰,尚志钧辑:《蜀本草．日华子本草》,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第 303 页。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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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有云：「真当归」,正谓此,有好恶故也。世用甚多,道方时须尔。28 

引文中的「稍难得」语,是极值得注意的。因为,方当齐、梁之世,生产「马尾当归」的陇西叨

阳(今甘肃省临潭县西南)与黑水(今甘肃省安西县县之布隆吉尔河),当时并非南朝所辖疆域。

换言之,此种当归虽然被医方家称之为「真当归」,但在当日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下,其实是不

易获致的。然而,由于早期的「本经文」与「别录文」仅只记录此药的产地为「山谷」和「陇

西」,所以在时空移易的前题下,陶弘景乃有转介南朝土产当归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四川

西北部与安徽历阳(今和县)所生长的当归,虽然药效不及西北所产醇厚,但终究能补「阙少」

之憾,于是陶注中才会细数其基原外貌与形色气味,以方便使用者辨识。 

 

尽管「玉石」、「虫兽」、「果菜米谷」这三类的「陶注」份量,远逊于「草木类」的药

物。不过,这并不意味这三个组群的「陶注」性质,就全然迥异于「草木」一系的同类条文。

事实上,类例是时而可见的。「石硫黄」条注云： 

东海郡属北徐州,而箕山亦有。今第一出扶南林邑,色如鹅子初出壳,名昆仑黄。次出

外国,从蜀中来,色深而煌煌。世方用之治脚弱及痼冷甚良。《仙经》颇用之。所化

奇物,并是《黄白术》及合丹法。29 

出现在注文里的「东海郡」与「箕山」两地,皆非南朝政权所辖(按,《南齐书．州郡志》不载

「北徐州」有「东海郡」。「箕山」则位于北方之「司州」),陶弘景于是推介「扶南林邑」,

以及「从蜀中来」的「外国」所产来作为代用品。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陶弘景对于分

类上属于「玉石」的「石硫黄」,不但与上文所提及的「当归」同样有着关于「鉴别方式」和

「别名」的注记,甚至还多添附了其在医方与道术上的使用场合。 

总体而言,由前图所展现的「陶注」数量差异,只具有类别上的意义,并不意味陶弘景在注

释古代药学条文时,是抱持着侧重某种特定类别药物的倾向。事实上,「陶注」当然有其所重；

这点,观乎【图一】各类药物之注文结构,也可觇见端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尽管所占比

例互有高低,但所有分类的药物注文,都是以「产地」、「名义」、「药用」、「鉴别」这四

项来作为其主要构成项目,而药物在「仙经道术」上的用途,则仅在「玉石类」药物中有比较

突出的表现。30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跳脱类别的框架,转从注文的构成来进行观察,我们或许更

能看出「陶注」的旨趣所在。兹以下图来进行说明： 

                              

2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60 页。 

29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54–155 页。 

30 按《本草经集注》共收「玉石」类药物 71 种,其中有 36 种药物的「陶注」中出现性质属于「仙经道术」

一类的注文,而这个比例,要比其它药物族群中的同类注文更为突出。又,按照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

录》中的说法,所谓的「仙经道术」,大抵包括了「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

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请见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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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图二】所示,「陶注」的构成重心,如果以性质来进行区分,那么有关药物基原状态的「鉴

别」所占比例最高,共有 323 条注文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其次,则是 302 条有关「生药」的

「产地」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从前文有关「当归」与「石硫黄」的个案中可知,这两个项目

在「陶注」中的高出现频率,往往是互为因果的。盖在时空移易的背景之下,北方所产品种既

已罕得,南方所生产之同类别种则势必将成为代用品,于是这类药物的原生地与原生样貌,就

自然成为陶弘景的注文内容。事实上,陶氏之所以侧重「鉴别」与「产地」,还可能与当时医

家取得药物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中说道： 

众医都不识药,唯听市人,市人又不办究,皆委采送之家。采送之家,传习治拙,真伪好

恶莫测。……世用既久,转以成法,非复可改,莫如之何。……巧伪百端,皆非事实,虽

复鉴检,初不能觉。以此治病,理难即效,如斯并是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拙也。

31 

按照陶氏的说法,六世纪初南朝医者所获取的药物,其实大多都非自采所得。在药物与医家之

间,物流的通路上其实还横隔着专门的「采送者」(「采送之家」)与「贩卖者」(「市人」)。

然而,彼辈虽然垄断着药物的供应与营销,但他们或是唯利是图,或是因循前人的错误认知,于

是乃有「巧伪百端」、「好恶莫测」的弊害。换言之,除非医者自身具备各地药物的原生知识,

否则将很难确保相关物类的疗效。而就这一点看来,「陶注」中有关「鉴别」与「产地」的知

识,显然具有补强「医人浅拙」的积极意义,因为惟有如此,医者方能避免由「药家盈虚」所带

来的用药风险。 

不可否认的是,「陶注」中每多「产地」与「鉴别」的记录,一方面固然有着提升医家辨药

能力的用意,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性质倾向,还是与上文所一再提及的大分裂时代有着密切关

系。再者,受到时空因素而产生的药学问题,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之外,应该还包括了药物名称的

变异。在【图二】之「名义」项中,药名由来的叙述虽然占了一部分,但也有许多是关于药名

                              

31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2–33 页。 

产地       名义        药用       鉴别      仙经道术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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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的记注。32毕竟,不论是「本经文」,还是「别录文」,其涉及药物名称的内容,都已在数

百年以上,这期间难保不会出现名称上的变迁。再者,倘若药物的产地已有所改易,那么对于注

文撰写者而言,各地乡谈俚音对于特定药物的称呼,本身就是一种变动。关于此,「楮实」就是

个好例子,「陶注」云： 

此即今谷树子也。……南人呼谷纸,亦为楮纸,作褚音。33 

「楮实」是「楮树」之果实,这味药物在《本草经集注》中属「别录文」,即是出自汉魏之际

名医们的记录。可以清楚的看见,在六世纪时的南朝,「楮实」是被称作「谷树子」的,而其同

样入药的树皮,也出现了「谷纸」这种在「南人」间所流行的异称。事实上,异称的存在,往往

还不限于南北的分殊,像是「旋花」这味药物,即令在南朝,也有两种不同的称呼： 

东人呼为山姜,南人呼为美草,根似杜若,亦似高良姜。34 

按齐、梁时期,「南人」一词,既可为「南朝人」之泛称,又可指涉交、广两州之土人,而「东

人」之谓,则多指的是今天浙江临海之地的人士。35而本文以为,尽管缺乏直接的史料证实,但

「陶注」中的这类名义记录之所以会如【图二】所示的那般出现高达 263 次,应该还是与药物

的取得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医家所欲取得的药物实体虽然不变,但不同产地所分歧出来的药

名,却很可能让使用者产生混淆。 

如果说出现在前述「陶注」中的药物原生知识与异名的举陈,主要是在提升医家运用药物

时的精准度；那么,位列【图二】计量第三位的「药用」项目,应该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关于

此,「肉苁蓉」的「陶注」文字,就是个好例子： 

生时似肉,以作羊肉羹,补虚乏极佳。36 

而「薏苡仁」条的注文亦是类例  

今小儿病蚰虫,取根煮汁糜食之,甚香,而去蛔虫者大效。37 

                              

32 例如「贝母」这味药物,「陶注」记其名义由来时即云:「形似聚贝子,故名贝母」。又如「牵牛子」条注

文云:「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易药,故以名之」。凡此,皆是有关药名由来之类例。 

33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25 页。 

34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43–244 页。 

35 有关「南人」与「东人」之谓,查检六朝史册,虽然类例颇多,但一般而言,还是与写作者或列传传主的相

对位置有关。以陶弘景言,由于他的活动范畴大抵不出建康周边,因此「陶注」中的类例,便以陶氏所在区

域之方位来呈显。例如,「酸枣」条,「陶注」原文云:「今出东山间,云即是山枣树子,子似武昌枣,而味

极酸,东人乃啖之以醒睡。」此条中之「东山」,《南史·杜京产传》有「始宁有东山」之语,而「始宁」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考证,其地概近「会稽」,齐、梁之际属「扬州」。而相对于陶弘景所居处

的「茅山」,「东山」概在东方,于是乃有「陶注」中的「东人」之谓。至于「南人」之称,此时期正史中

亦颇见其类。一般而言,最常出现于有关「北人」言说「南朝」的文类中。不过,「陶注」中的「南人」,

仍必须考虑陶弘景的相对位置。例如,「槟榔」条下注文,先说产地概在「交、广」,又续言「南人名蒳子」,

则其称交广之人为「南人」的意图十分明显。 

36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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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中国医学典籍的编纂格式,出现在上述两条中的文字,已然属于「医方」一类。38而

倘若比对《本草经集注》正文部分对于这两种药物的记录内容,就可以发现「陶注」其实是在

专门记述药物性味、药效、别名、产地与采收时节的「本经文」与「别录文」之外,另外又提

供了相关药物的使用方法。39而就实用的角度来说,陶氏如此的做法,显然也赋予了古代药学

条文更多的临床价值。事实上,这种由陶弘景所开启的药学条文撰注形式,也被后世的主流药

学文本所承袭。像是北宋．唐慎微在编纂他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时,也同样在各药物条文

中的「墨盖子」标注之下,胪列了汉魏以来诸家方书所载录的医方。40 

根据唐．贾嵩在《华阳陶隐居内传》里的记述,《本草经集注》乃是陶弘景「在山所著书」。

41再就王家葵在《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里的考证,陶氏拜表解职求去的时间约在齐武帝永明

十年(492),而至迟到梁武帝普通四年(523),阮孝绪已经在他的《七录》中着录了这部本草药

书。42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的这卅个年头,正是陶弘景毕生道教事业的高峰

期。43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筑馆于茅山,还曾回应梁武帝敕问「神仙饭」的制做方法,甚且开

炉为人间帝王炼制丹药。44然而,尽管与神仙道术相涉的事迹不绝于书,但「陶注」中质属这

方面的药物记载,却远较其它四种项目为少。诚如【图二】所示,它们的总数仅只 126 种。而

本文以为,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东汉以降,本草文本中这类药物的族群规模扩张有

限；二方面也间接透露出《本草经集注》的文本性质——这虽然是一部由道徒集成整理的药学

专书,但其性质无宁是更倾向于医疗的面向。事实上,后者在该书行世不久之后,便已然在时人

的评论中显现端倪。据信为南朝后期,或隋唐初期人所撰写的《桓真人升仙记》就如是说道： 

(陶)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45 

                                                                                      

37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32 页。 

38 有关古代中国医方类典籍的撰写方式,请参见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第 58–59 页。

又,正文部分之「薏苡仁」条,基本即有类李氏所谓「以病统方」之方书撰录形式。 

39 有关《神农本草经》所录「本经文」与「别录文」的编写格式,请参考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第 47–49

页。 

40 在《证类本草》中,凡属唐慎微所新添附者,皆胪列于【的标记之后,而其内容则大多以医方为主。详见尚

志钧,《《证类本草》文献的标记》,收入氏辑《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之书后论文集《《证类本草》

文献源流丛考》,第 7–8页。 

41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收入《正统道藏》,台北:新文丰图书有限公司,1985 年, 「洞真部． 记传类．翔

三」,第 32-1 页。 

42 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收入氏着《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 年,第 313–376 页。 

43 根据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的考证,陶弘景于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辞官后,即隐居于句容之句曲

山。此后,至梁武帝大同二年(536),陶氏一直从事道教上清派的传教与修道事业。 

44 有关「神仙饭」事,据《证类本草》所引《本草图经》所录陶弘景《登真隐诀》之佚文所示,盖系年于梁

武帝天监三年(504)。又,有关「炼丹」事,根据王家葵的考证,应发生于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凡此,皆

请见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第 353–354 页。 

45 桓凯:《桓真人升仙记》,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 记传类．翔五」,第 39-2 页。又,是文中列举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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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真人」所指即是陶弘景的弟子桓凯。然而,由于这篇文字对陶氏多所批评,因此个中或许

还涉及了道教流派间的争竞。46不过,如果撇开宗教性的议题不谈,仅就引文中那些诸如「救

治病苦」、「救人之心」的话语观之,陶弘景的「集注」之举,明显是被定位在医疗的范围之

内。而这样的性质判定,其实也与前述构成「陶注」的其它四种要项同趣。 

有关「陶注」所载药物知识的来源,马伯英认为,「遍历名山」的「修道生涯」与「丰富经

历」,乃是陶弘景研究药物学的背景。47不过,按照传世的各种陶弘景传记,以及两种陶氏年谱

来进行分析,这样的看法或许还未得全面。的确,陶氏虽然对自然界物类的知识,有着超乎常人

的深刻掌握,但史料中却未曾记录他曾有着那种可以齐准于西方博物学传统的实证调查行为。

此外,陶弘景一生足迹所履之处,全都集中在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一带,但「陶注」中却多

有非在此限的药物产地。48例如,陶氏注「羌活」云： 

羌活形细而多节,软润,气息极猛烈。出益州北部,西川为独活,色微白,形虚大,为用

亦相似,而小不如。其一茎直上,不为风摇,故名独活。49 

引文中描述,全是就着「羌活」与「独活」的外形而言的。揆之以理,齐、梁之际,四川既属江

南政权的管辖范畴,那么陶氏之描述亦当出自亲见。然而史料却显示,他其实终身未履蜀境。

事实上,同样的类例还所在多有,而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亲身观察,或许只是陶弘景药学知识

的来源之一,但绝非全部。《本草经集注．序录》有一段话,足以侧面觇见「陶注」的知识渊

源,其云： 

所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又云：「九折臂,乃成良医」。盖谓学功须深故也。……

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自余投缨宅

岭,犹不忘此。日夜玩味,恒觉欣欣。50 

换言之,「陶注」的知识根基,源自于家学者多矣！再看看陶弘景研读《范汪方》的方式：所

谓的 「斟酌」、「玩味」都再再显示文本知识在其间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关于此,「陶注」

之部分条文,亦皆有所显露。例如,「续断」陶云：                                                     

案《桐君药录》云：续断生蔓延,叶细,茎如荏,大根本,黄白有汁,七月、八月采根。……

                                                                                      

弘景之「四非」,除正文所引外,尚云陶氏之非:「二曰好筹星度,穷究天机,潜厌鬼神,言人休咎。三曰

种植花木,阱锄山林,好卜幽奇,伐木匠屋,自持声势,亲近朝廷。四曰望想太重,便望升仙,创待仙楼,

造降真馆。」 

46 请见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224 页。 

47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39 页。 

48 根据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的考证,陶弘景于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辞官后,足履所至之处如下:

建康、淮南郡、丹阳、石头、郢州、茅山、会稽、余姚、始宁、始丰、东阳、吴兴、于潜、临海、安固、

东阳、永嘉、永宁、霍山、木溜屿、晋陵。 

49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21 页。 

50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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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是虎蓟,与此大乖。51 

而「牡荆实」条也是一例： 

李当之《药录》乃注溲疏下云：溲疏一名阳栌、一名牡荆、一名空疏。皮白、中空、

时有节。……如此,并莫详虚实,须更加博访,乃详之尔。52 

「续断」文中的《桐君药录》又名《桐君采药录》,「李云」则指的即是「牡荆实」文中李当

之的《药录》,这些都是汉魏时人的论药著作。而从陶弘景据之以论辨药物种类的事实观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陶注」与其前药学文本间的密切关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牡荆实」

条下的那句「须更加博访,乃详之尔」的注文。因为,那意味着文本之外,「陶注」其实还有其

它的知识来源。 

在《本草经集注》的陶弘景注文中,有两种「语式」是极值得注意的。其一如「屈草」条

之注文所云： 

方药不复用、世无识者也。53 

其二则如「女贞实」条注云： 

世方不复用,市人亦无识之者。54 

在「现行医方不再运用这种药物」的前提下,第一则史料接下来说的是「世上也没有认识屈草

的人」,第二则史料则指出「卖药的人也不知道女贞实是什么」。本文以为,问之晓药者,应该

也是「陶注」药学知识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世无识者」是一种广泛的称呼,而像是

陶弘景这样博通古今的本草专家,在遇上疑难的专业问题时,如果文本亦无可解,那么可以为

他解惑的「世人」应该也不会太多。在此,第二则引文中的「市人」,就暗示了「礼失而求诸

于野」的必要性。55 

中世以前,有关「市药者」的记载不在少数,《晋书》言及会稽人夏统远赴洛阳购药的事迹,

就说明了彼辈的确实存在： 

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 。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

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56 

                              

51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82 页。 

52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50 页。 

53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49 页。 

54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53 页。 

55 有关古代药物商人在药学知识传递上所扮演的角色,学界尚少论述,仅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在《《神

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一文中略有提及,然亦无史料以为左证。又,该文收入《中华医史杂

志》,30:1(2000.3),第 14–18 页。又，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合着之《《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

一文，后收入王家癸、张瑞贤: 《《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227–235

页。本文以《中华医史杂志》所收论文发表时间在前，故征引时间较早的版本。 

56 《晋书》,卷九十四,第 2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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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统「曝所市药」的情节观之,他所「市」之「药」,当是药材而非成药。而唐代柳宗元那

篇藉事讽世的《宋清传》,则显示「市药」予夏统者所可能具有的专业知识：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

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信。57 

先说宋清「居善药」,又说采药者采自山泽的好药都卖给宋清,那么宋氏显然具有分辨药材良

莠的能力。 

尽管陶弘景曾经抨击「市人」紊乱药物市场的弊端,但如果说与药物买卖相关的「市人」,

乃是具备着相当专业知识的人士；那么,在《序录》中直承医家所用药物大多「并用见成,非

能自掘」的陶弘景,当然也不无自彼辈处获得药学知识的可能性。今考《本草经集注》之「马

陆」条下注文,即可窥知一二。其云： 

李云此虫形长五六寸,状如大蛩,夏月登树鸣,冬则蛰,今人呼为飞虫也,恐不必是马

陆尔。今有一细黄虫,状如蜈蚣而甚长,俗名土虫,鸡食之醉闷亦至死。书云百足之虫, 

至死不僵。此虫足甚多,寸寸断便寸行,或欲相似,方家既不复用,市人亦无取者,未详

何者的是。58 

陶氏显然并未亲见「马陆」之为物,而他考辨这种「多足纲」（Class Diplopoda）节足动物

的依据是：先以李当之《药录》中的记录为准,指出「今人」称作「飞虫」的物类很可能并非

「马陆」；接下来又援引三国魏．曹冏《六代论》中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语,以辨析俗

名为「土虫」者究竟是否即是「马陆」？在此,且应注意的是,陶弘景的疑惑,最终是并未获解

决的。因为,在「方家不复用」的现实之下,就连站在药物第一线集散位置上的「市人」们,也

不知道其物为何了。就这一点看来,在陶氏「详何的是」的过程里,「市人」应该也扮演着一

定程度的「问疑」角色才是。 

三.「陶注」里南朝药物产地之空间分布 

有关陶弘景的药物专业知识,宋人每多批评。例如,北宋．张舜民在他的《画漫录》里,就

曾经如是说道： 

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多为唐人所质,人固有不知,无足怪也。59 

张氏之说,并非绝响。下至南宋,朱熹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在回答弟子黄义刚的提问时,朱

熹的看法是： 

陶隐居注本草不识那物,后说得差背底多,缘他是个南人,那时南北隔绝,他不识北方

                              

57 《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二,柳宗元《宋清传》,第 5982 页下。 

5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443 页。 

59 张舜民:《画漫录》,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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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事,他居建康。60 

事实上,张、朱两人皆非知药之人,他们的论述,其实来自于药学领域的既有成说。初唐参与编

修《新修本草》的孔志约,大概是提出这类意见的原创者。该书《序》云： 

梁陶景雅好摄生,研精药术,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作,不刊之书也。惜其年代浸远,

简编残蠹,与桐雷众记颇或驳,兴言撰缉,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经方,润色医业。然而时

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至如重建平之防己,弃槐里之半夏,

秋采榆仁,冬收云实,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蘩萋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

葵野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盖亦多矣！

61 

孔氏之说,明举「陶注」谬误,其详深处有胜于宋人者远矣。然而,不论是专家,还是外行,这三

人都点出了《本草经集注》在药学知识上所遭逢的一道藩篱——此即,陶弘景终生未履北土,

他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其实带有一定程度的空间局限性。 

有关空间阻隔所造成的认知局限,陶弘景本人并非全无自觉；祇是,身临当下,陶氏的感受

或许更倾向于临床操作的一方。他在《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中说道： 

案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汉以前,当言列国。今郡县之名,后人所改耳。自江东 

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势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令用历阳当归,钱唐

三建,岂得相似。所以治病不及往人者,亦当缘此故也。蜀药及北药,虽有去来,亦复

非精者。62 

既知「的有境界」,又说「不及本邦」,陶弘景当然深明「药物」与「地理空间」所具有的内

在联系。然而,方当齐、梁之际,且莫说南北殊域了,就连南朝长期掌控的荆、益两州,有时尚

且还会「不通」！因此,就这一点来看,像是「闻见阙于殊方」与「诠释拘于独学」这类后人

评价,就只能说是学术上的责善。对于陶弘景而言,体现南朝有效统治范畴内的药物地理分布,

或许才是他「集注」古代药学文本的首要目标。 

今考「陶注」所标举的药物产地,有时是以「泛指」的形式来加以呈现的。一般而言,对于

南朝境内俯摭可得的物类,陶弘景最常以「处处有」、「诸处时有」这两种语汇来加以记注。63

而倘若这类药物的生产仍然存在着若干地理上的特征,陶氏则会以像是：「田野间甚多」、「山

野处有」、「近道田野墟落间甚多」、「近道诸山中」、「东西诸山林皆有」、「处处有,多

生下湿地」、「村墟陌甚多」、「人家园庭多有」、「多出溪岸边」、「溪谷间甚多」、「生

                              

6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95 页。 

61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第 11–13 页。 

62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2–33 页。 

63 本文初步统计,《本草经集注》里共有 71 处注文里出现了「处处有」的用字,而「诸处时有」则较少用例,

仅有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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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中、湖渎岸侧」的形式来加以强调。64不过,诸如此类的「泛指」,未必仅是导因于药物

本身的所在多有。有研究者就指出,传统药学文本中有关产地的记述,应该与「地道」的认知

关系密切。65换言之,这些缺乏明确产地记录的物类,在「药效」与「产地」的关联纽带上很

可能并不明显,因此陶弘景才会采用比较模糊的记录方式,仅是针对其产出的地理环境麤作描

述。 

古代药学文本对于产地的记录,大概在东汉时期便已然形成定例。王家癸、张瑞贤、孙晓

波在《《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一文中就指出：「《本草经》多数条文均只记载一个产

地,反映了该书对地道药物的重视」。6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限于政治疆域的割裂,许多「地

道」本在北方的药物已不复易得,但陶弘景仍然承继了早期本草恪重「地道」的精神；在《本

草经集注》中,他实行的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态度,亦即尽可能地标举出特定「北药」在

南朝有效控制疆域里的「次要地道」产地。关于此,《本草经集注》之「大黄」条注文,就是

很好的例证,其云： 

今采益州北部汶山及西山者,虽非河西、陇西,好者犹作紫地锦色,味甚苦涩,色至浓

黑。67 

引文中的「河西」、「陇西」,原为公元 1–3世纪间汉魏古本草所登录的「大黄」地道产地,

但时至南北朝,这两区域已属北魏政权所辖。因此,陶弘景乃举出「好者犹作紫地锦色」,但产

地却在南朝益州境内的「汶山大黄」与「西山大黄」来作为次要的选择。事实上,对于「地道」

一事的重视,其实是「陶注」的一贯态度。除了前述那种「首选在北、次要在南」的药物外,

南方原产的物类,也被以相同的形式加以标注。《本草经集注》之「蜀椒」条注文云： 

江阳、晋原及建平,间亦有而细赤,辛而不香,力势不如巴郡。68 

「巴郡」(今重庆市境内)、「江阳郡」(今泸州市)、「晋原郡」(今郫县及江原县)、「建平

郡」(今巫山县),在五、六世纪之交分属「益州」与「荆州」所辖。69从引文可以清楚得知,

即使产地皆在南朝境内,陶氏仍然一本「地道」的原则,指出「巴郡」所产方是「力势」最佳

者。 

                              

64 这些用语在《本草经集注》里的出现次数分别如右:「田野间甚多」1 次、「山野处有」1 次、「近道田

野墟落间甚多」4次、「近道诸山中」2次、「东西诸山林皆有」1次、「处处有,多生下湿地」1次、「村

墟陌甚多」1 次、「人家园庭多有」1 次、「多出溪岸边」2 次、「溪谷间甚多」2 次、「生水田中、湖

渎岸侧」1次。 

65 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第 17 页。又见于王家癸、张瑞贤: 《〈神

农本草经〉研究》,第 234–235 页。 

66 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第 17 页。又见于王家癸、张瑞贤: 《〈神

农本草经〉研究》,第 234 页。 

67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22 页。 

6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23 页。 

69《南齐书．州郡》,第 298–303 页；第 273–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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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陶注」具有上述「标举地道、胪列次要」的药物产地记注规则,因此细绎陶弘景注

文中的产地数据,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南方所产「地道药物」(包括南方原产与所产

为次佳者)之空间分布状况。【图三】的制作,是以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时期》所载南朝齐之疆域图作为底图,70并将「陶注」所载录的药物产地分别以”.”

加以标出： 

 

【图三】除标示齐末周边政权名称外,亦将南朝境内各相关药物产地,按照其群聚状况,划分为编

号 1–6 这六个区块。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梁书》缺少《地理志》之类的篇章,因此有关各区

块所座落的行政区域,本图将先略而不加呈现。不过,在后文涉及相关论述时,还是会视实际需要,

参考《南齐书．州郡志》里的记录,以备其全。以下,依图中编号为序,逐一进行叙述。 

1.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跨涉「南徐州」、「南豫

州」、「豫州」、「扬州」等一级行政区,包括建康、陶弘景隐居之茅山(即句曲山)亦皆在此

范畴之内。本区药物产出数目 57 种,药物产地 22,分别为：「南豫州」、「南徐州」、「建康」、

「茅山」、「蒋山」、「京口」、「吴郡」、「丹阳郡」、「历阳郡」、「晋熙郡」、「宣

城郡」、「吴兴郡」、「永嘉郡」、「会稽郡」、「新安郡」、「东阳郡」、「临海郡」、

                              

70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 

吐谷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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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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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唐县」、「于潜县」、「长山县」、「章安县」、「江宁县」。 

2.西部益州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全域皆在「益州」境内。

本区药物出产数目 41 种,药物产地 7,分别为：「益州」、「巴郡」、「江阳郡」、「晋原郡」、

「涪陵郡」、「汶山郡」、「蚕陵县」。 

3.西北部梁州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全域皆在「梁州」境内。

本区药物出产数目 15 种,药物产地 4,分别为：「梁州」、「汉中郡」、「南郑」、「白水郡」。 

4.中部荆郢雍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跨涉「荆州」、「郢州」、

「雍州」三个一级行政区。本区药物出产数目 34 种,药物产地 10,分别为：「荆州」、「郢州」、

「南阳郡」、「新野郡」、「襄阳郡」、「宜都郡」、「建平郡」、「巴东郡」、「武陵郡」、

「临沮县」。 

5.中南部湘州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全域皆在「湘州」境内。

本区药物出产数目 19 种,药物产地 10,分别为：「湘州」、「衡山」、「邵陵郡」、「湘东郡」、

「零陵郡」、「桂阳郡」、「始兴郡」、「始安郡」、「永昌县」、「洮阳县」。 

6.南部广州药物产区 

本区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南齐书．州郡志》所示,全域皆在「广州」境内。

本区药物出产数目 16 种,药物产地 2,分别为：「广州」、「南海郡」。 

上述六个分项所呈现的空间样貌,基本上可以视作是 6 世纪南朝所产药物之「地道」与「次

佳」者的统合性归纳。不过,这些由「陶注」内容所取得的地理分布数据,虽然在图像上具备着

一定程度的概观作用,但它们同时也掩藏着若干足以反映当日药学与药物历史的特征。兹再将

鄙见之所及,条列讨论于下文： 

1.以江东为核心的药物产地记录角度 

不论是【图三】所显示的空间分布概况,抑或是前述 1–6项所条陈的药物产地与产出数目,

都清楚的显示所谓的「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乃是陶弘景笔下南朝最突出药物生产区域。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陶氏从子陶翊所撰之《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的记载,《本草经集注》

的完成时间概在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即陶弘景辞官隐居茅山之后；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陶氏的足履又皆未出于【图三．编号 1】所涵盖的范畴。71因此,这个区域在「产地」与「产

出数目」上俱占「陶注」鳌头的现象,很可能也与陶弘景致仕之后的个人活动空间有着密不可

                              

71 关于此,请见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第 368–369 页。又,有关陶氏辞官后的行迹,请参考本文

前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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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关系。 

事实上,这个推断,也可以从前面 1–6项对于「产地」记载的繁简程度来进行侧面的验证。

可以清楚看见的是,陶氏对于「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的各别记录最为详实,除了广域性质的

地方第一级行政单位如「南豫州」、「南徐州」之外,还包括了区域内各州辖下为数众多的「郡」

及「县」。而如果再比对「陶注」对于「西部益州」、「西北部梁州」、「中部荆郢雍」、「中

南部湘州」与「南部广州」这五个产区内的产地记录形式来看,则答案将更加明晰。因为,在

陶氏的相关记载中,总合这五个区域内的「县级」产地仅有 4个,而「郡级」和更大范畴的「州

级」产地则占了绝大多数。 

总体而言,「详近疏远」可说是「陶注」在有关南朝药物产地记录一事上的重要特征。事

实上,在唐、宋两代国家力量介入药学文本编纂工作之前,这样的状况也几乎是无可避免的。72

毕竟,人力有时而穷,个人知见纵可渊博,但终究有其极限。不过,必须说明的是,《本草经集注》

也并非此一现象的最早案例。根据学者的研究,在东汉时期问世的《神农本草经》中,有关药物

产地的记录同样也有着类似的现象,只是当日所详者概在作为帝国中心的长安、洛阳及其周边,

而「陶注」则易北为南,改以江东首善之地来作为药物产地的记录核心。73 

2.结合「泛指」者足以反映南朝的药物生产总类 

尽管【图三】所示六个药物产区的药物产出数目多达 182 种,但有关齐、梁之际南朝药物

生产之总量估算,仍然必须结合其它数据,方能有比较近实的答案。毕竟,「陶注」中所明确指

出产地名称的南方药产,只是专就特定药物之「地道」或「次佳」这两者来进行记述的,它们

最多仅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南方药物的「质量」,却仍然不足以体现「总量」。 

本文以为,如果要比较精准的分析 5、6 世纪之交南朝药物生产的类别总数；那么,前文所

提及的那些在「陶注」中以「泛指」形式记录的药物,应该也要一并计入才是。因为,像是「处

处有」、「诸处时有」,又或是笼统标示自然环境特征的这类书写方式,明显是必须立基于记述

者自身耳目所及的观感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笔者的统计,在「陶注」中以此等形式记录的

物类,仅有 17 种是在「泛指」用语之外,另又列举其「地道」产地的,而单纯使用「泛指」书写

的药物则多达 111 种。因此,若就这样的结果来进行推估,陶弘景存世之时南朝药物生产之种类,

应该已接近 300 种之谱。74 

3.南朝区域性药物集散重镇的可能存在 

在撷取「陶注」相关资料所构成的【图三】与前述 1–6点分项里,有一种现象是可以再做

推敲的。此即,部份药物产区的药物种类与产地数目,呈现较为悬殊的对比。一般而言,表露出

这种状况的药物产区,都属于距离陶弘景所在之「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较为遥远的区块,且

                              

72 有关国家力量介入本草药物学修纂的问题,可以参考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第 60–66 页；第 86–92 页。 

73 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第 15–16 页。 

74 根据笔者的统计,其数概在 293 种,正文所述只在取其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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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药物产地的记录上,往往也多以地方一级行政单位的名称来径行表述。当然,如果从记述

者身处的空间位置来加以解释,这等状况其实所反映的正是上文项目　所提及的「详近疏远」。

不过,若是考虑到陶弘景的药物知识,有许多是来自于「市人」而非他自身之「亲履」；那么,

这类以广域性地理名称来作为特定药物产地的「陶注」条文,或许还暗示着若干「区域性药物

集散中心」的可能存在。 

「广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图三】里,这个南朝被视为「辽远」的区域,出产药物

共有 16 种,但产地却仅有 2个,分别是「南海」与「广州」。此中,「南海」之名,看似为自然

地理上的泛称；而「广州」,则具有泛指广域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州」的意义存在。再考查「陶

注」提及「南海」者 2次、「广州」者 14 处,其中绝大部分都难以再进步查考其细部所指究竟

为何？然而,在《本草经集注》的「牡桂」条中,陶氏却明白记注了如下之语：「南海郡即是

广州」。其实,「陶注」的这则注文,乃是针对《本草经集注》中所收《神农本草经》之原文

「生南海山谷」而言的。换言之,尽管现存的史料,很难让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但「南海

—广州—南海郡」的地域名称指涉逻辑,却仍然无法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根据《南齐书．州

郡志》的记载,「南海郡」是「广州」的州治所在,而它或许正是齐、梁之际,南朝政权在南疆

的药物集散中心。75 

上述「广州」的个案,只是一种关于各区域药物集中某处的推测,并不能据此来说明所有产

区的药物都有集中于该产区内最重要人群聚落(如州治所在)的现象。事实上,许多例证都显示,

一些特定药物,很可能各自有其集散之处,但其地点却未必一定就是该产区内的主要城市。例如,

在谈及「蜀漆」与「朴硝」的产地时,「陶注」就直接书明这两种药物分别出于「江阳郡」与

「汶山郡」,而非以这两处地点所从属的地方一级行政单位「益州」,又或是该州州治所在的「蜀

郡」来表述。76 

4.东汉以来南方药物产地及其种类的存续与扩张 

有关《神农本草经》所载后汉时期药物产地之研究,学界论及者颇多。其中,1952 年李鼎

在《《本草经》药物产地表释》文中,已将相关产药地名以古今对照的方式表列讨论。77而 2000

年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则在《《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一文中,将相关产地以地图

标注的形式来加以呈现。78因此,利用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再配合本文【图三】的内容,将有

                              

75 除了上述的例子外,前文所提及的「西北部梁州药物产区」,同样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根据《南齐书．州

郡志》的载述,「梁州」治在「汉中郡」辖下之「南郑」,而这些地名在「陶注」中,往往也有着连用的个

案。例如,在提及「漆」的产地时,「本经」原文为「生汉中川谷」,陶氏则云「梁州漆最胜」；而在有关

「泽泻」的注文中,则又将「汉中」与「南郑」并称。换言之,「南郑」也可能即是「梁州」的药产集散

中心。 

76 关于这两种药物的「陶注」出处,请见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36 页、第 353 页。 

77 李鼎:《《本草经》药物产地表释》,《医史杂志》,4:4(1952.9),第 167–188 页。 

78 该图载在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之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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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我们掌握 1–6世纪间,南方药物产地的存续与扩张状况。 

南朝时期齐、梁政权所统辖的疆域范畴,大抵不超过东汉帝国所统属的「扬」、「荆」、

「益」、「交」四州。其中,后汉时期的「扬州」,基本涵盖了【图三】中编号 1的 「东部徐

豫扬药物产区」。「荆州」,大致与【图三】编号 4、5之「中部荆郢雍药物产区」、「中南部

湘州药物产区」相吻。而东汉时期的「益州」,则涵括了【图三】编号 2、3里的「西部益州药

物产区」与「西北部梁州药物产区」。至于【图三】编号 6 之「南部广州药物产区」,则略同

于汉代之「交州」而稍小。79总体而言,【图三】编号 2、3、6 区域下的药物产地数目,其实

与东汉时期的相关载记内容并无太大的出入。80不过,同图编号中的 1、4、5 产区,则较之其

前有较大的变化。根据本文的比对,南朝时期「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的产地数目为 23 个,远

多于《神农本草经》所载的 13 个；而「中部荆郢雍药物产区」与「中南部湘州药物产区」的

20 个产地,也比古代「荆州」多出了 9个产地。 

要特别说明的是,药物产地在南朝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旧有产地的消失。举例而言,后汉时

期就已然存在于「荆州」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直至齐、梁之际,就

仍然还是南方重要的药物产地。81而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东部徐豫扬药物产区」里,像是

「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这些产地名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然出现在《神

农本草经》的产地记载中。82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时位在南方的药物产地,虽然有许多早在东汉时期便已存在,但部

分旧产地所生产的药物种类,却较其前有明显的增长。例如「会稽」就是其类,《神农本草经》

登录该处所产药物为「勾吻」一种,但「陶注」则增列「紫石英」、「鬼臼」两种。83而「武

陵」也是如此,这个地区在东汉时期出产「杜若」与「女贞实」两种药物,但到陶弘景的「集注

文」里,则增加了「丹沙」、「赤石脂」与「犀角」三种药物。84            

5.部分药物新产地显示的南朝药物种植与加工业的存在 

本项承前。虽然例证不多,但同样属于齐梁之际南朝药物生产状况的一环。首先是「阿胶」,

这味药物乃由「牛皮」加工而来,《神农本草经》谓其产地为「东平郡」(今山东之东阿)。然

而,在齐梁之际,「阿胶」虽然已因原产地之沦入北魏而无由获致,但「陶注」中却书明：「今

                              

79 关于这些人文地理上的建置变革,可以参考《隋书．地理志》里的记载。 

80 有关汉代这些地区的产药状况,本文参考的是李鼎在《《本草经》药物产地表释》里的考证,请见该文之

第 167–186 页。此外,王家癸、张瑞贤、孙晓波:《《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研究》一文,则有关于后汉

时期药物产地的统计表,亦有助于研究者参核之用。详见是文之第 14–15 页。 

81 凡此四地,分别见于《南齐书．州郡》之第 277 页、第 287 页、第 288 页。 

82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之第 293 页、第 335 页、第 434 页、第 442 页。 

83 此三种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与「陶注」中的出处,分别见于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之第 141

页、第 335 页、第 338 页。 

84 此五种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与「陶注」中的出处,分别见于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之第 129

页、第 143 页、第 253 页、第 295 页、第 412 页。 



初稿                                                                                                                        21 

都下能作之,用皮亦有老少,胶则有清浊。」、「清薄者,书画用；浓而清者,名为盆覆胶,作药

用之；浊黑者,可胶物用,不入药也」等语。85换言之,当时「建康」近左,不但已经有人从事

「阿胶」的加工,而且还能制作出因应各种不同用途的产品。 

其次是「蜀椒」。《神农本草经》原载这味药物的产地是「武都川谷及巴郡」,5、6 世纪

之交虽然「武都」(今甘肃成县)所产不可复得,但「巴郡」(今重庆市境内)却仍在齐、梁政权

的控制之下。86值得注意的是,「陶注」在述及该药物时,除了提及「巴郡」所产「力势」最

厚外,还指出「蜀郡北部,人家种之,皮肉浓,腹里白,气味浓。」的事实。根据《南齐书．州郡

志》的载述,「蜀郡」为「益州」治所,即今之「成都」。87就这一点看来,当日流通于南方之

药用「蜀椒」,或许也很有可能是取自于人工种植的生产方式。 

第三是「由跋根」。这味药物为「别录药」,汉魏名医并未明书其产地为何,只是提及其主

治为「毒肿结热」。「陶注」则云此药为：「本出始兴,今都下亦种之」,并描写其外形与使用

方式为：「状如乌萲而布地,花紫色,根似附子,苦酒摩涂肿,亦效」。88由此看来,辞官归隐后的

陶弘景,若非接触过原产于「湘州始兴郡」的「由跋根」,便是曾经得「茅山」地近之便,得以亲

身观察「建康」附近那些由人工种植的该药物,所以才能对其原生状态进行细致的描述。 

6.南朝药物资源的临床涵盖面 

前文曾经提及,「不识北药」、「不识北物」常是后人对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主要

批评。不过,南北隔绝,既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而疗疾拯死又势在迫切,是故陶氏乃有「集注」

古代药学典籍的举措。历代研究者每以《集注》之作为积累古代药物知识的功臣,但这仅是单

就书志学上的立场为判,实则陶氏撰着之意,更在于临床施用之便。 

如果说「陶注」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齐、梁时人在实际施治上的便利。那么,仅是胪列既有

药学条文、又或是分说产地与采收时节等内容,或许还未见完备。因为,在真正面对临床施治

的当下,状况或许又是百状千端。疾病种类为何？哪些是对症药物？手边能否取得该药物？有

无代用品？凡此种种,率皆为疗疾者必须考虑的问题。陶弘景是深明于此的,他于是在《本草

经集注》的《序录》中留下如此之语： 

又案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着。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赴急抄

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 

这便是后世本草药学文本中「诸病通用药」的滥殇,而所谓「病源所主药名」的作法,则有类「方

书」医籍所实行的「以病统方」书写格式,陶氏于此,不过易「方」为「药」而已。89 

                              

85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之第 400 页。 

86 按「巴郡」为「巴州」之州治所在,事见《南齐书．州郡》,第 275 –276 页。 

87 事见《南齐书．州郡》,第 298–303 页。 

8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49 页。 

89 有关「诸病通用药」为陶弘景所创的问题，中国学者梁茂新在《诸病通用药渊源与《本经》辑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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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将陶氏所列「病源」与「所主药」一一征引胪列。兹以下方【图四】

表陈概况。其中,红色线条为《序录》所载各种疾病及其「所主药」之总数,蓝色线条则意指相

关「所主药」曾在「陶注」中出现,且于南朝可出产取得者。可以清楚看出,除了如「灭瘢」与

「鲠」这两种疾患的适用药物,未见于「陶注」所述之南朝产区外,其它所有病症,南方都不乏对

治的物类。有些疾病,如「伤寒」、「惊邪」、「肠澼下痢」、「寸白」、「阴痿」、「产难」

等,南朝所辖疆域甚至还是相关对治药物的主要提供地区。 

                                                                                      

华医史杂志》,5(1985.5);《再论诸病通用药渊源》,《中医药信息》,2(1987.2)两文中提出其为《本经》

固有的内容，但此点为王家癸、张瑞贤所反对，本文取王张二人之意见，详请见 《《神农本草经》研究》,

第 289–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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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以说明的是,上图所显示的药物产区分

布,只能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状态概观。它的

意义只在说明齐、梁政权境内的药物资源,
并未因政治疆域的分裂,而全然处于穷蹙的

困境。不过,由于在传统中国医学的辨证脉络

里,即使同一种病症,仍然存在各种不同传变

的可能性。因此,若干特定药物的短缺,仍然

可能存在于部分临床施治的场域里。值得一

提的是,【图四】其实还是一个可以双向解读

的图表,药物资源的片面性质,或许还是南北

所共同面临的状况。就这一点看来,方当陶弘

景在世之日,南北政权间或许还存在着药物

流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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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陶注」所见齐、梁时期的北方药物输入 

5世纪下半叶,陈延之在他的《小品方》中,记录了几则医方,它们分别是：《中蛊毒诸方》

里的「治中蛊毒吐血或下血皆如烂肝方」、「治蛊毒腹痛注下赤血踯躅散方」、「蛊胀方」、

「治蛊似蛔方」,《冬月伤寒诸方》内的「升麻汤方」,以及《治虫兽狗马毒诸方》内的「治

竹中青喹蛇螫人方」。90方只六道,但却有助理解此一时期内,南北药物流通的实态。根据祝

新年的研究,《小品方》大抵成书于刘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至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间,

而作者陈延之则应为「南朝江淮人」。91再就《经方小品残卷．序文》中有所谓「今先记述

上古已来旧方,卷录多少,采取可承案者」的话语看来,包括上述六方在内的「小品诸方」,应

该都是陈氏的临床治验之方。92 

「小品六方」何以能够成为本节论述的起始？主要即在这几道方剂中,都采用了「雄黄」

这味药物。按照《神农本草经》所载《名医别录》的记述,该药在汉魏之际的产区乃在「武都」

及「敦煌山之阳」,而其主治则为「疥虫」、 「恶疮」、「目痛」、「鼻中息肉」、「绝筋」、

「破骨」、「百节中大风」、「积聚」、「癖气」、「中恶」、「腹痛」、「鬼疰」、「杀诸

蛇虺毒」、「解藜芦毒」等。93不过,问题在于,方当宋、齐与北朝相对峙之时,此两地区并非

南朝的统辖范畴。那么,身处南朝的陈延之,又何以能够运用「雄黄」来制做前述六道方剂呢？

关于此,「陶注」里的这则记述,就或许正是关键之所在： 

晋末以来,氐羌中纷扰,此物绝不复通,人间时有三、五两,其价如金。合丸皆用石门、

始兴石黄之好者尔。始以齐初梁州互市微有所得,将至都下,余最先见于使人陈典签

处,捡获见十余片,伊辈不识此物是何等,见有挟雌黄,或谓是丹砂,吾示语并更属觅,

于是渐渐而来。好者作鸡冠色,不臭而坚实。若黯黑及虚软者,不好也。武都、氐羌

是为仇池。宕昌亦有,与仇池正同而小劣。敦煌在凉州西数千里,所出者未尝得来,江

东不知,当复云何？此药最要,无所不入也。94 

从引文中可知,原产于「河西」的「雄黄」,自西晋末年以来,就因为政治上的纷扰而绝迹于南

方。一般而言,若是遇上必要的场合,合药者往往也仅能使用「石黄」——一种绘画上的颜料

来作为替代。按照陶弘景的追忆,他首次见到「雄黄」乃是在一位陈姓的「典签」家中；而在

                              

90《小品方》原书早佚,本文所使用的《小品方》是祝新年辑校:《小品方新辑》,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

年。又,正文部分所举六道医方之出处,分别见于该书之第 49 页、第 50 页、第 64 页、第 160 页。 

91 请见祝新年辑校:《小品方新辑》,第 3页。 

92 此一序文,祝新年辑校未载,本文所采乃载于高文铸辑校注释:《小品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年,第 1–3页。 

93 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第 99 页。 

94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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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独拥有者错把「雄黄」当「丹砂」,就连整个「江东」都识者甚稀。再者,陶氏在引文

中曾经明确指出,这份「其价如金」的「雄黄」,乃是来自于「梁州互市所得」。而从本文前

章的论述可知,这个地区其实就是【图三】中的「西北部梁州药物产区」。齐、梁之际,这是

南朝政权治下的六个重要产药地区之一。 

虽然「陶注」只言「齐初」,而未确切书明其纪年,但陶弘景所指陈的「互市」,确实很有

可能就是「小品六方」所用「雄黄」的来源所在。根据蔡宗宪的研究,此一时期的南北贸易管

道主要有三种：一、边陲互市,二、聘使贸易,三、边境走私。95其中,第一种交易管道,属于

官方许可的形式,时间大抵在 439–465 年(宋元嘉 16 年至宋明帝泰始元年)之间,其后南北双

方征战频仍,北朝又实行着「细作之条」与「淮禁」的禁令,双方互市的可能性极低。96反倒

是后两者由聘使、前线军士、边州官员及庶民所构成的交易行为,虽然为法所不许,但由于有

利可图,于是乃成为南北物资流通的主要方式。97而若就上述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看来,成书

时间在 473–499 年间的《小品方》,虽然使用了北国出产的「雄黄」,但这味药物应该不是得

自于「边陲互市」的形式,而是透过其它两种管道取得的。 

由于目前有关 5、6世纪之交南北贸易的史料过于贫乏,本文因之无法论断前述「陶注」中

所谓的「互市」,究竟指的是「聘使贸易」？抑或是「边境走私」？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当日

北药之南流,「雄黄」绝不是孤例。关于此,「陶注」有云如下： 

旧云河东猗氏县枣特异,今出青州、彭城,枣形小,核细,多膏,甚甜。郁洲互市亦得之,

而郁洲者亦好,小不及尔。江东临沂金城枣,形大而虚少脂,好者亦可用。南枣大恶,

殆不堪啖。道家方药以枣为佳饵,其皮利,肉补虚,所以合汤皆擘用之。98 

入药用的「大枣」,讲究的是皮、肉的「通利」与「补中」作用,而在制方时又能够发挥「合

百药」的功能,因此是一味常用且重要的药物。事实上,齐、梁境内并非不产该物,但「南枣」

普遍不堪用,南徐州所属南琅邪郡之临沂县所产的「金城枣」又质量非一,于是在药学上乃有

使用「青州」、「彭城」出产者的讲究。不过,这两地当时已非南朝所辖,因此若要取得就必

须仰赖「互市」这个管道。按照「陶注」的记载,交易的地点乃在「郁洲」——这是个邻近今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的海岛,宋明帝泰始 6年(470)为侨立青州之州治,齐、梁之际仍属南朝青州

所辖。99 

                              

95 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与中古南北互动（396-589）》,台北: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第 98–111 页。 

96 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与中古南北互动（396-589）》,第 104 页。 

97 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与中古南北互动（396-589）》,第 105 页。 

9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461–462 页。 

99 此处的「郁洲」在尚志钧的《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中皆作「郁州」,此应是笔误之故。因为从引文 的    

前后关系看来,「陶注」所指必是地近「青州」、「彭城」的「郁洲」,而非是《隋书．地理志》里那个

在大业年间改名为「郁州」的「郁林郡」。又,《南齐书．州郡》亦将「郁洲」作「郁州」,但由于其史

文有云:「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州上。郁州在海中,周回数百里」,因此可以确认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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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史料可以确切说明「陶注」里的「郁洲互市」,究竟是属于「聘使贸易」或「边境走

私」的哪一种？然而,若从《梁书．张稷传》中有所谓：「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

一语看来,南北民间私相市易的可能性或许还更高些。100而且,通过「郁洲」南来的药物,还

不止「大枣」一种,「陶注」述「防风」如下： 

今第一出彭城、兰陵,即近琅琊者,郁洲互市亦得之。次出襄阳、义阳县界,亦可用,

即近上蔡者,唯实而脂润,头节坚如蚯蚓头者为好。世用治风最要,道方时用。101 

「防风」是传统医学治疗外感热病的重要药物。此药南朝亦有出产,其地概在郢州与侨立雍州

境内由「上蔡」、「襄阳」及「义阳」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不过,或许是南方所产「防风」在

质量上仍有不及北方所产者,因此乃有陶弘景笔下北魏「徐州」境内「彭城」、「兰陵」与「琅

琊」所产者的引入。而从引文中可知,当日北方「防风」之所以能够流通于南朝,仍是透过「郁

洲互市」这个管道。 

不论是「梁州」,还是「郁洲」,其实都不足以说明在陶弘景「集注」《本草经》的年代里,

北方药物之进入南朝,就一定是透过这两个地区的「互市」而完成的。事实上,位于西陲的「益

州」,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药物流通据点。关于此,「陶注」中类例颇多,像是「矾石」条的注

文就说： 

今出益州北部西川,从河西来。102 

而「酪酥」条则注云： 

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所为,作之自有法。佛经称乳成酪,酪成酥。酥成

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甚甘肥,亦时至江南。103 

此外,「甘草」也是其例： 

河西、上郡不复通市。今出蜀汉中,悉从汶山诸夷中来,赤皮、断理,看之坚实者,是

抱罕草,最佳。抱罕,羌地名。104 

这三则史料的共通点在于：「益州」皆非产地,但所有药物又都通过这个区域而流入。从两次

出现「河西」这地名,以及「不复通市」的注文来分析,5、6 世纪之交甘肃地区的药产,很有可

能就是透过「益州」边境上的走私活动,而进入南方政权的疆域范畴中。再者,由于「酪酥」

条中在述及其加工物「醍醐」时,有所谓「时至江南」之语,因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些物类之

流入南朝,或许也并非只局限于四川一隅,它们其实已然成为当日南方整体药物流通市场的一

                                                                                      

所列举之「郁洲」。 

100 语见《梁书．张稷传》,第 272 页。 

101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61 页。 

102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38 页。 

103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96 页。 

104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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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最后,或许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甘草」条中所提及的状况：原产于「河西」、「上郡」

的这种常用药物,尽管由于边境合法互市管道的断绝而无法直接取得。但是,透过居住在「益

州」西北部之「汶山郡」(今四川茂县)的「诸夷」中介,这个别名为「抱罕草」(「抱罕」即

今「甘肃临夏市」)的河西药物,最终仍然得以流通于南朝。 

上述「甘草」流通的事例,意味着齐、梁之际,非南朝所产药物之进入南方,很可能还历经

了域外的「转贸」的过程。「陶注」述「木香」之由来时即云： 

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大秦国。105 

「永昌」位于云南西部近中缅边界处,即今云南省的保山市,南朝时为「宁州」所辖。该地至

为荒远,《南齐书．州郡志》云其「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而

「陶注」在述及「银屑」时也说其地是「绝远不复宾附」。106据此观之,引文中所说的「不

复贡」,应该指的便是齐、梁政权对此地少数民族所采羁縻政策失效时,所出现的一种贸易断

绝状况而言。不过,陆路的获取管道虽然断绝,但海上的贸易却又别辟蹊径。且不论「大秦国」

是否果真是该药的产地,但陶氏笔下的那句「外国舶上来」,无疑暗示着「域外转贸」的可能

性。而相对于「陶注」所载「木香」由来的简略,「戎盐」条下的注文,则详尽许多 ： 

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芮芮河南使及北部胡客从敦煌来,亦得之,自是稀少尔。

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口尝气臭,正如毈鸡子臭者言

是真。107 

引文中「戎盐」的来源,大致有二。其一是从位于今日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凉州」与「敦煌镇」

而来。其二则是得自于「芮芮」 (即柔然)之出使魏都洛阳者。而从首句「戎盐虏中甚有」的

行文模式分析,上述有关来源的记载,其实是针对北朝该物的由来所进行的记录。再就引文中

所显示的有关「戎盐」鉴别方法的行文内容看来,倘若不是亲身目睹,陶弘景大概也无法如此

详尽的写下如此形、色、嗅、味俱全的注文。换言之,陶氏之见闻,或许还是得自于由北朝「转

贸」南来的「戎盐」。 

就现存的史料看来,齐梁之际,北朝所产药物之流入南方,除了是导源于医疗上的实际需求

外,伴随交易而来的丰厚利益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诚如前文中曾经提及的「雄黄」,这

味原产于河西的药物,到了南朝便成了如黄金般昂贵的商品。事实上,价昂的「北药」或许还

所在多有,像是「空青」就是可能的一例,「陶注」云： 

越嶲属益州。今出铜官者,色最鲜深,出始兴者弗如,益州诸郡无复有,恐久不采之故

也。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今空青俱圆实如铁珠,无空复者,皆凿土石中取之。

                              

105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212 页。 

106 请见《南齐书．州郡》,第 303–306 页。 

107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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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合丹成,则化铅为金矣。诸石药中,惟此最贵。108 

按照「别录文」的记载,「空青」在汉魏之间,主要生产于「益州」及其境内的「越嶲山」(今

四川省越西县),而到了「陶注」撰写的齐、梁时期,「益州」原产的该药却已「无复有」。值

得注意的是,陶弘景虽然在引文中记录了南方该药的次要产地「始兴」(其地近今广东省韶关

市),但从他同时提及了「铜官」(位于北魏雍州,今陜西省铜川市)与「西平郡」(今青海省乐

都县)两个北朝产地,并且能够明确指出「色最鲜深」——这个「铜官空青」的优点看来,陶氏

应该还亲睹过北方所产的这味药物。而从引文中有所谓「诸石药中,惟此最贵」的叙述来分析,

如果北朝「空青」果真有南来之实,那么其贸易的代价必定也是颇为可观的。 

由于现存南北朝时期药物贸易的史料过于短少,因此若要探究相关的获利问题时,除了前

述「陶注」中的「雄黄」可谓显例外,我们最多也只能从若干像是上述「空青」那般的记录中

来进行侧面的推敲。109不过,尽管存在着若干蒙眛未明之处,但上文的论述终究足以说明「北

药之南流」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学界在探讨此一时期的商业历史时,虽然大多都不忘处

理国际贸易的议题,但其重点却大多锁定在诸如「锦绣」、「珍宝」之类的奢侈品之上。110然

而,陶弘景的药学注释却告诉我们：药物其实也是当日南北贸易的商品之一。 

当然,面对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以及伴随而来的合法互市管道之断绝,北方药物纵然有着流

入南方的实际,也不能遽以认为这种流通就一定是全面性、持续性的。事实上,就在陶弘景提

及若干「南来北药」的当下,他在「陶注」的「荛华」条中同时还记录了如下的实况： 

中牟者,平时惟从河上来,形似芫花而极细,白色。比来隔绝,殆不可得。111 

此药《神农本草经》云其主治「伤寒」、「温毒」,「别录」则述其产地为「咸阳」与「河南

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而引文中所云「平时惟从河上来」者,即指「中牟」所产。按照《魏

书．地理志》的记载,「中牟」属「北豫州」所辖,其地乃在北魏境内。112换言之,这味药物

也属于「北药」的一种。从「陶注」中可知,「荛华」原本是南方可以取得的药物,但由于来

                              

108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30 页。 

109 从「陶注」的内容看来,在陶弘景笔下「产地」被记注为「彭城」、「历阳」、「江宁」的「干地黄」,

或许也是另一个类例。因为在其后的文字里,陶注曾说过「大贵时乃取牛膝、葳蕤作之,人不能别」之语。

不过,由于不是直接史料,故谨姑志于此,以备其全。详见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199 页。 

110 关于此一时期的商业历史,本文参考论著有以下几种: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

局,1992 年。宁青:《六朝时期的南北互市与海外贸易》,《江海学刊》,6(1989.6),第 118–124 页。蒋

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3(2001.3),第 108–119 页。朱

和平:《魏晋南北朝长途贩运贸易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1998.6),第 9–17 页。刘东汉:《水

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7:3(1998.4),第 53–56 页。王鑫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史学月刊》,5(2001.5),第 110–115 页。李阳:《十五年

来魏晋南北朝商业史研究综述》,《历史教学问题》,6(1996.6),第 58–62 页。 

111 尚志钧:《本草经集注（辑校本）》,第 333 页。 

112 请见《魏书．地理志》,第 2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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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断绝之故,因此在他撰写注文之时已然是「殆不可得」。值得一提的是,引文中虽然没有指

出造成「不可得」的原因究竟为何？但由于史载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之后,即频繁

对南朝发动长达廿余年的战争。所以,陶弘景那部成书于 492 年之后的《本草经集注》,也很

有可能是在编纂的过程中,遇上了南北交战的状况,才会在注文中写下「比来隔绝」的考语。 

最后,要附带说明的是,虽然以理揆之,「北药」既有「南来」的事实；那么,南方的药产,

当然也不无「北传」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现存北朝史料皆不载及此点,而其时北方又缺乏类

似《本草经集注》这类的药学文本传世,因此有关这部分的讨论,也只有留待日后文献齐备时

再行探讨了。 

五. 结 论 

陶弘景「集注」古代药学知识的意义,在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历程上,乃是承先启后；在医疗

史的研究范畴里,则是反映相关知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更革。唐代以降的批评者,着眼于知

识本体的正误,他们虽然推崇陶弘景在文本体例上的贡献,但却对「陶注」的内容多所抨击,认

为其有悖博物宗旨。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陶氏的注文,其实正适足以反映历史变迁,对医学与

医疗所产生的影响。半壁江山,影响的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还包括了药学的体质,

以及药学中有关药物基原与产地的信息重整。 

「陶注」本身就是一种因应外在环境变动而产生的知识集成。因为南北殊域所导致的北药

难得,所以要转介南方药产。因为时间久远,古代文本名义或受俚音的浸润而有所变动,于是要

载录异称。由于医者不复识药,市人与采药之人又多有欺伪,因此要强调鉴别之法。为了方便

临床应用,以故乃有药物使用方法之简列。凡此种种,除了仙道之说是关乎道徒自身的信仰实

践外,其它有些是陶弘景身历其境的变动,有些则是长久以来的积习,要之皆为陶氏「集注」的

动力。事实上,他的药学注文,立意虽新,但信息的来源却未有大变。家学、文本,乃至于个人

的知见所及,这些都未必是古所未有的。然而,陶氏所秉持的严谨治学态度,还是忠实地为我们

留下了另一条前人从未提及的知识来源管道——此即专业货药的「市人」。虽然,这类人物的

存在很可能也由来已久,但彼辈却迟至五、六世纪之交,才藉由陶弘景的药学注文得现本尊。 

成之于私人之手的学术注释,又逢上大分裂的时代,「陶注」的内容,当然无法与后世那些

藉由国家力量编纂而成的官修本草比肩。不过,由于「闻见」在陶弘景的注文中占了相当程度

的比重,因此在相关史料极度欠缺的这个时代里,「陶注」遂成为我们觇见实况的惟一凭借。

特别是产地,陶弘景对此展现出极大的关怀。在相关的注文中,他一方面以固定的体例记录那

些在南方拊摭可得,且在药效上并无甚地域之别的药物；另方面又对那些特别讲求「产地—功

效」互联关系的「地道药物」进行更为细致的考核。而在「标举地道、胪列次要」的撰次原则

下,陶弘景无意中还向后世透露了齐、梁之际南方药产的可能分布概况。透过「陶注」,本文

除了归纳出「东部徐豫扬州」、「西部益州」、「西北部梁州」、「中部荆郢雍州」、「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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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湘州」与「南部广州」这六个南朝药物的「地道」产区外,还间接推估出当日南方的药产总

数。总体而言,在疆域割裂的现实下,南朝药物资源似乎尚未界临全面性的困窘状态。许多主

要疾病的对症药物,南方境内都有生产,或是至少不虞代用药物的取得。 

五、六世纪之交的中国南方,尽管药物产地比之东汉时期的同一地区迭有增加,也形成了若

干区域性的药物集散中心,甚且还开始以人工的方式生产药物。不过,某些特定的药物,南朝还

是取得不易,但却又有所需求的。一般而言,这类药物若非是因为其生长风土原本就在北方,就

是南方虽有产出,但力势却不及北方所产者。不过,互通有无虽然向来便是贸易往还的必要条

件,但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历史资料却都聚焦在金银珠玉,抑或是丝绸织锦之类贵重物品的流通

上。然而,陶弘景的药学注释却告诉我们：药物其实也是当日南北贸易的商品之一,且其获利

亦极其丰厚。由于在「陶注」撰写的时间里,北魏正实行着有关互市贸易的禁令,因此本文认

为出现在「陶注」中的北药南流现象,其形式应该即是所谓的「边境走私」,而「郁洲」、「梁

州」、「益州」则又是三个文献可征的交流地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陶弘景笔下的相关史料

仍属有限,但从若干北方药物乃是历经转贸进口的模式,以及其能辗转流向南朝首都建康近左

的事实看来,此时期或许还存在着国际性的药物贸易网络。 

 

（陈元朋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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